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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襄陽、廬山僧團與士族 

 
徐清祥 

江西師範大學副教授、北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後 

 

提要：關於道安南下襄陽的爭議，本文第一次指出，道安僧團南下新野應是兩次，最後一次

才到了襄陽。本文認為，道安出身士族，重視經義研習與組織制度，它的襄陽僧團歷經長期

遷徙，主要由次等士族與流民組成，帶有次等士族的性格與流民的特點。至於慧遠的廬山僧

團，它所具有的隱士性質，所提出的士大夫佛教綱領，及在實踐中表現出來的禪隱作風與豪

傑性格，無不打上了東晉士族的烙印，是東晉士族文化品格、政治作風和精神面貌的直接反

映。 

關鍵詞：東晉僧團 士族 襄陽 廬山 

 

東晉襄陽佛教與廬山佛教，具有直接的淵源。這兩地佛教的主要問題是僧團的問題。我

們要考察的是這兩個僧團的性質是什麼，二者之間有沒有性質上的不同？以及這兩個僧團（主

要是廬山僧團）所走的道路和所形成的品格與作風，是否與士族有關聯？若有，關聯是什麼？

這是關係中國佛教的走向和特質的關鍵問題，必須認真研究。 

一、襄陽僧團 

從《高僧傳》反映的情況來看，到襄陽最早的高僧是耆域。耆域在晉惠帝之末從海路來

華，先到交趾，後到襄陽，再從襄陽去洛陽。耆域經襄陽只是路過，並未立寺傳教，故還不

能算為佛法傳入之始。 

佛教傳入襄陽的時間很晚，三四三年關中人竺法慧從嵩高山遊化到襄陽，住在羊叔子寺。

不幸的是，當時的荊州刺史庾翼不能容許佛教的存在，估計是以淫祀的罪名把他收監，最後

迫害致死。竺法慧在襄陽的時間不長，除了他的同遊弟子法照外，估計在襄陽並未攝化到自

己的門徒。據《高僧傳》卷五〈竺法汰傳〉的記載，竺法汰去襄陽時，有一個叫道恒的僧人，

宣揚心無義而大行荊土。去襄陽看望法汰的慧遠還與這個道恒進行了辯論。竺法汰是三五四

年到襄陽去看桓溫的。因此，三五四年之前，當有佛教弘於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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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率眾來襄陽的時間應為三六五年，證據是習鑿齒寫給道安的信中首句即載日期為「興

寧三年四月五日」，文見《弘明集》卷十二。而道安在襄陽的時間為十五年，這一點道安自

己在〈摩訶鉢羅若波羅蜜經抄序〉中說得很清楚：「昔在漢陰十有五載。」（文載《祐錄》

卷八）三七九年二月，苻秦攻襄陽，道安、習鑿齒、朱序同被苻秦掠到長京。道安在襄陽的

僧團至此分崩星散。  

道安初來襄陽時，其子弟，《祐錄》說有五百，《僧傳》說是四百，規模不小。從這個

僧團的建立來看，道安的襄陽僧團主要是由流民組成的僧團。 

道安本人從三四九年石虎死、鄴都動亂後，開始流徙，至三六五年在襄陽築室定居，前

後凡十六年，居無定所，浪跡河北、山西、河南等地。我一直認為道安率眾先後兩次逃難來

到新野。第一次，應是三五四年，為慕容儁所掠而分徒，一部是法和入巴蜀，一部是法汰隨

江下陽口，再轉至建康。道安本人及眾弟子未渡過漢水，進入襄陽，情勢所逼又折道河南，

中途流徙數載，至三五七年還冀部住受都寺。第二次，就是三六五年至新野，這一次他們渡

河來到襄陽，從此定居弘教十五年。提出二次逃難至新野的理由是，三五四年到新野證據確

鑿：(一)《高僧傳》中的〈道安傳〉和〈竺法汰傳〉，以及《世說新語》註引《秦書》皆云事

在慕容俊（儁）掠河南時。此應為三五四年，而不能是三六五年。(二)〈竺法汰傳〉中談到桓

溫刺荊州與法汰的交往，此亦只能發生在三五四年，而不是三六五年。此二點陳寅恪已在〈支

愍度學說考〉中已有詳考，可參看，此略。(三)是法汰入建康的時間必定是三五八年之前，因

為法汰來建康時為王導子王洽所供養，這一點《世說》註和《高僧傳》都有記載。而王洽死

於三五八年，故必定在此之前已入建康。若依三六五年分徒之說，那麼與此不合。湯用彤《佛

史》堅持三六五年之說，不惜篡改以上眾多證據：把桓溫改成桓豁，把慕容俊（儁）改為慕

容氏。但是無論如何改不掉法汰入建康的時間。 

另外，三六五年到新野，遭慕容氏所逼而渡河南下襄陽，證據也是確鑿的：一見之於習

鑿齒寫給道安的書信，二見之於道安的〈般若經抄序〉，三見之於道安的〈比丘大戒序〉。

考之於史書，三六五年入襄陽，居十五年，三七九年二月為苻秦所掠而至長安，均符合不誤。 

兩個時間都是證據確鑿，怎麼解釋呢？只有一條：道安先後兩次逃難至新野，而到襄陽

是後一次三六五年。 

道安在三五四年在新野時，分徒南下，一部（四十餘人）入建康，一部（估計也有四十

餘人）入巴蜀。是什麼原因呢？我認為只有二種可能：一是，弟子太多，五百人同時南下襄

陽在情勢所逼的情況下，是不可能的，只好分少數人沿江南下；二是，估計南下襄陽也立不

穩腳跟，只好分眾由一部分南下而大部折回。若南下襄陽沒有問題，何必要匆匆在新野分徒？

襄陽的交通便利，按正常情況應是大家同到襄陽，在襄陽立足以後再分徒南下弘法。所以，

道安在新野匆匆分徒，無非證明僧團無法南下了。到了第二次他們一同來到襄陽，就不須分

徒了。直到三七八年形勢所逼，僧團又再次分徒，一部由慧遠率領，來到廬山；一部則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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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去了江陵，其中法遇是領袖。《高僧傳》法遇本傳說在江陵受業弟子四百餘人，估計大

部分是道安襄陽僧團陸續南來的。我認為僧團分徒不是一件小事，除了弘法傳教的需要之外，

最重要者，還是因為情勢所迫，不得不如此。 

總之，從現有的資料來看，道安僧團先後兩次避難新野的事實是存在的，只是沒有直接

資料證明而已。 

從三五四年道安到新野已有徒眾五百來看，這個僧團是在三四九年至三五四年之間建立

的。三四八年，佛圖澄死，河北僧團群龍無首。三四九年，石虎死，鄴城陷入了為爭奪最高

權力的動亂和殘殺，僧眾四處星散避難而去。道安約於三五○年避難濩澤（今山西陽城西三

十里）。道安在山西濩澤時，是「孤居離眾」的，只有三個同伴：支曇講、竺法濟和竺僧輔，

並且都是「冒險遠至」，並非一開始就同行。以最低標準，四人就可稱為僧團。這大概是道

安僧團的建立之始。後來又有冀州沙門竺道濩，於東垣界得《大十二門經》，送至濩澤。這

樣就有五人了。他們五人從事的工作，主要是註經。這充分證明，道安僧團是非常重視經義

的講習和研究的。從法門來看，應是重智門的僧團。 

數年後他們離開濩澤，來飛龍山（一說在河北、一說在山西）。沙門僧先、道護早已築

居於此，竺法汰也到此與之「俱息」。這樣，僧團就增至八人。當然，這是最低的估計，像

法汰這樣的僧人不可能就一個人，總是有服侍弟子的，諸如曇一、曇二等此時已在身邊。人

數增多後，僧團的力量就大一些。在飛龍山居住一段時間以後，他們又來到了太行恒山（一

般認為即今恒山，在山西渾源縣附近；但也有認為是河北阜平北部的古代五嶽之一的北嶽恒

山）。《高僧傳》卷六〈慧遠傳〉說：「時沙門釋道安立寺於太行恒山，弘贊像法，聲甚著

聞，遠遂往歸之。」據此可知道安在恒山立寺弘教，聲名很大，有不少人如慧遠、慧持兄弟

就在此時出家依歸道安。我估計道安的僧團到此時已經十分龐大，從他們到新野的情況來看，

約有五百之眾。 

僧團大了，吃飯就是一個大問題。估計是在三五四年時遭了災荒。〈道安傳〉記載道安

的話證明了這一點：「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不立，散則不可。」怎麼辦呢？「遂復

率眾入王屋、女林山。頃之，復渡河依陸渾，山棲木食修學」。五百人沒有糧食，一路南逃，

先回折至濩澤附近的王屋、女林山，發現此地不行，又迅速南下至陸渾（河南嵩縣）。這一

路下十分艱辛，僧團大概是吃草葉樹根度日，估計有一、二個月的時間。接著又遭慕容儁軍

隊所逼，迅速從陸渾逃到新野，欲從新野渡漢水投襄陽。此為三五四年九至十月之間。[註 1]

不知什麼原因，這個目的沒有實現，情急之下，道安決定分徒：一部由法和率領進入巴蜀，

一部由竺法汰率領沿江至陽口受到桓溫的接待。此二部是小部，約一百人。大部（四百人）

由道安率領又返回北方，顛沛流離數載，至三五七年又回到冀部（今河北）。我懷疑此時返

回是燕軍所掠而至，冀部亦未必如前人所說是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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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傳〉說：「（安）至年四十五，復還冀部，住受都寺，徒眾數百，常宣法化。」至

於道安在什麼時候因什麼問題，又從河北逃到河南，那就不清了。估計慧皎也是因此段記載

不清，而把二次避難的路線合為一次，以至前後時間處處乖違。至三六四年前燕大舉進攻河

南，道安逃到新野，受到了襄陽士庶的歡迎，在習鑿齒和桓豁的幫助下，這個四、五百人的

大僧團順利渡河在襄陽定居下來。 

這是一個有十六年流徙歷程，並在流徙中建立和壯大的僧團，經受了長期戰亂和饑荒的

嚴峻考驗。很顯然，一個具有堅定信仰並且經過長期磨難鍛煉出來的僧團，力量是很大的。

他們後來在全國各地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認為，道安最大的貢獻是帶出了這樣一支僧團

隊伍。 

從文化積澱和學術環境來說，江陵比襄陽更優越。僧團不繼續南下江陵而留駐襄陽，是

有原因的。從經濟方面來說，要在江陵短時期解決四百人的僧團居住的問題，是有困難的。

襄陽地廣人稀，開發的餘地較江陵要大得多，僧團留駐於此，更易立足。其次，道安流民僧

團性質決定了它所依賴、所攝化的對象不可能是高門士族，只能是僑居的次等士族以及和他

們具有共同命運的秦雍流民。何況寓居江陵的高門士族本來就很少，遠沒有形成建康和會稽

的規模。最後，東晉政府對待像道安這樣較大僧團的處理和安置原則，估計也是比之於流民。

流民和僧團有其共生性，這是東晉南方佛教的一大特點。 

道安僧團能夠駐居襄陽，得到了桓溫家族的支持。早在三五四年，道安在新野分徒時，

荊州的桓溫就對道安僧團做出了友好與支持的態度。《高僧傳》卷五〈竺法汰傳〉載： 

 

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荊問疾，汰疾小愈詣溫。

溫欲共汰久語，先對諸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不堪久坐，乃乘輿歷廂迴出。

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不堪久語，比當更造。」溫怱怱起出，接輿循焉。 

 

桓溫時在襄陽起兵北伐，非常時期邊界警戒，這很可能是道安僧團不能渡河來襄陽的原因。

從法汰沿江而下，遇疾停陽口，桓溫遣使送湯的行為來看，桓溫對法汰的情況和行蹤是清楚

的。這裡只有一種可能，道安與桓溫之間，有信息通報。法汰當時名氣不大，與桓溫原無交

遊。桓溫此舉是對道安的友好表示。 

十一年以後，桓溫已不在荊州，刺荊州的是他的弟弟桓豁。《通鑒》卷一○一，哀帝興

寧三年（三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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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末，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

諸軍事，領荊州刺史。 

 

義城郡與京兆郡，都僑置在襄陽，此兩郡的軍事自然歸屬於荊州刺史。《通鑒》卷一○一，

穆帝升平五年（三六一）： 

 

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郎豁都督沔中七郡諸軍，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取

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據此可知，三六一年四月之後，包括新野、許昌在內的河南大部，皆成東晉控制區。道安在

三六五年四月從新野來到襄陽，當然就很順利。《高僧傳》道安本傳說桓豁鎮江陵，請道安

到江陵暫住，直到朱序鎮襄陽時才返回襄陽。據《通鑒》記載，朱序鎮襄陽是在三六五年十

一月。朱序也是桓溫黨羽，他鎮襄陽也是桓溫的表薦。朱序與道安關係很好，道安本傳說：

「序每歎曰：『安法師道學之津梁，澄治之罏肆矣。』」對道安的學問和才幹，頗為推崇。 

另外，遠在姑孰桓溫府中任職的郗超也遣使送來千斛大米。千斛總量一萬二千斤，不是

一個小數，足夠四百人的道安僧團吃一月有餘。郗超信佛，供養三寶是可以理解的。然郗超

與桓溫的關係十分特殊，將京口晉陵兵權解歸桓溫、廢海西公而圖不軌，皆郗超之謀。郗超

出身高門，才略過人、是桓溫帳下的死黨。他對道安的供養，間接也說明了桓溫對道安僧團

的支持與庇護。法汰一直在建康默默無聞，卻在桓溫專攝朝政時，一時名聲顯赫，簡文皇帝

親自去瓦官寺聽法，其中必有政治原因，即與桓溫的支持有關。 

荊州，自三四五年以後，一直是桓氏家族的勢力範圍，直至東晉末年，荊州刺史殷仲堪

還對桓玄頗為畏懼，可見桓氏在荊州勢力影響之久之深。道安僧團，若無桓氏的支持，肯定

不能順利弘法。 

除桓氏之外，道安僧團還得到了襄陽當地士族的支持，道安本傳說：「安以白馬寺狹，

乃更立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宅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要

建四百間房子，是要有一大筆錢的。給錢的這些富戶，不太可能是遠來流民，應是襄陽當地

的豪族。襄陽鄉豪當推習鑿齒家勢最盛。《晉書》卷八十二〈習鑿齒傳〉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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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

著稱。荊州刺史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數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隆

密。 

 

然鑿齒與桓溫政見不同，對桓溫有異志，是不贊同的。他著的《漢晉春秋》堅持以蜀為正統，

視魏武受漢禪晉為篡逆，認為蜀平才是漢亡晉興。鑿齒敢於在政治立場與桓溫立異，說明他

們家族是有點實力的。《晉書》卷八十二〈習鑿齒傳〉說： 

 

初，鑿齒與其二舅羅崇、羅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屢經陳請。溫後

激怒既盛，乃超撥其二舅，相繼為襄陽都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 

 

桓溫對習鑿齒不滿，還要提拔他兩個舅舅先後為襄陽都督。這一方面說明桓溫不願與習氏搞

僵，另一方面也說明習氏在襄陽的勢力的確很大。〈道安傳〉記載了習鑿齒與道安的交往。

從這裡反映的情況看，道安與習鑿齒的交往，自始至終。應說襄陽士族對道安的支持很大。 

習鑿齒「家世鄉豪」，只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這一點從他傳記中不言父祖官閱即可知。

在兩晉南朝，父祖的官履，就是門第的閥閱，是畫分社會等級的重要標準，在戶籍上有明確

記載。不言閥閱，即非高門，此固可知。然從其本人與家族成員能為州從事來看，應非役門。 

桓溫的門第比習鑿齒高，又官居極品，任大司馬之要職。然在建康一流高門看來，還是

一個「兵」。《世說新語》記載桓溫要娶太原王氏（王述）的女兒，叫他的兒子王坦之去說

親，被王述罵了一通，其中一句就說到桓溫只是個「兵」。 

郗超家族較之一流高門來說，也是新出門戶，自祖父郗鑒才漸顯赫，而郗鑒實際上只是

一個流民帥。 

所以，支持道安僧團的士族皆非一流高門。桓氏、郗氏皆是以武力而著稱的藩鎮；以習

鑿齒為代表的襄陽士族，地位更低，只是地方上的豪右，至於秦雍流民，地位則更為低賤。

所有這些士庶多非以文化學術長，這個性質決定了道安僧團，具有與支遁僧團不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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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僧團的攝化活動總是與高門士族的生活方式融為一體。在京師建康和會稽田莊，清

談都是高門士族生活的一部分，士與僧或在家裡、或在寺院、或在公府，總是要聚在一起辯

論一些玄學問題如才性四本論、《莊子‧逍遙論》、大小品《般若經》等等。這方面的記載

在《世說新語》中很多，這是大家所周知的。 

與建康、會稽兩地的僧團不同，襄陽僧團不好清談玄理，注重設像行教和僧制建設。這

與這個僧團的流民性質以及攝化對象並非高門士族的事實聯繫在一起。一個長期流徙的僧

團，若無嚴格的制度與嚴肅的作風保證，肯定早已星散四處。習鑿齒在這個僧團剛來襄陽時，

就在給謝安的信談了他的感受： 

 

來此見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數百，齋講不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

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參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

是吾由來所未見。[註 2] 

 

可見道安是一個有組織才能的領袖，這個僧團的組織建設和思想道風建設均頗具規模。駐居

襄陽以後，更是制定律典完善僧制。《高僧傳》卷五〈道安傳〉說： 

 

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例：一曰行香

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六時行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

寺舍，遂則而從之。 

 

這三條屬於律藏中犍度的範疇，屬於僧團儀軌方面的內容。行香，是一種以香供佛的儀式，

作為信心的表徵，施與僧眾，焚此以勸請於佛。此舉是在嚴肅的法事上進行。座上講與經上

講的內容不清，估計屬於比丘講法的儀軌。六時行道，是每天白晝的朝、午、晚與夜晚的初、

中、後凡六次禮佛而右繞的經行。飲食法，依印度僧制是日中一食，非時不食。唱時法的內

容不清，有人估計是飲食時唱念佛名的儀式。布薩，是每半月一次的宣讀戒本活動，這是僧

團聚集進行的，犯戒的人要當眾懺悔。差使，有人估計是「自恣」，就是請他人指出自己的

過失。這些制度，都不是自創的，而是來源於印度。然印度廣律中犍度很多，道安獨取這三

條應是根據當時僧團生活需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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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條來看，講經說法應是僧團生活首要的內容，而當時講經說法非常自由，沒有定

制，如《世說》載支遁在祇洹寺講經，竟然手握麈尾，在王濛、劉惔二人看來，竟是沙門中

王、何人物。這說明當時講經的沒有定制，聽講的也沒有規矩。至於離開經論，任意發揮，

一味標新立異（如般若學一時竟有六家七宗之多），難免以凡心誣聖意了。道安重講經說法

之儀軌，對佛教的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的。在印度僧團中，滅諍法是十分重要的內容。道

安訂的三條憲章卻沒有滅諍法，這反映了中印僧團的區別。印度寺院僧團比較民主，其寺院

也有寺主、都維那之類的主事者。但寺主，不是領袖，指造寺之人。寺主沒有僧權，處理僧

團的糾紛要按照一定規定和儀式進行。而中國僧團，自佛圖澄至道安，雖然沒有制度化的組

織形式的僧權，但實際的僧權是存在的。做為僧團的領袖，他在僧團內外有較高的威望，有

上上下下眾多的支持，因而具有對僧團的實際控制力（這一點印度寺主似乎是沒有的），滅

諍自然就在其中了。此舉一例證之。《高僧傳》卷五〈法遇傳〉載： 

 

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陵長沙寺。講說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

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不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以寄遇。

遇開封見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領不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槌集眾，

以杖筒置香橙上，行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行杖三下，

內杖筒中，垂淚自責。 

 

三七九年，道安被掠至長安，襄陽僧團分崩離散，他的弟子法遇在江陵又聚眾四百，估計多

是原道安僧團的人。因一沙門犯戒，法遇未能依制處置，道安即寄信來過問此事。從法遇誠

惶誠恐的態度和十分嚴肅的自責儀式不難看出，遠在長安的道安對江陵僧團還有絕對的攝受

力。 

僧團領袖的權力不是建立在僧制上，而是在中國佛教特有的師徒關係上。它是後漢以來

師儒文化和師門制度在佛教中的反映。漢晉之際，私學發達，大儒高門私授門生常常是數百

人、常千人之多。其規模之大、普及之廣，數載為史書，多為史家所論及。根據後漢以來的

戶籍制度，這種門生與先生的關係是法律上依附關係，其地位相當於或略高於部曲或佃客。

門生是讀書的、部曲是打仗的、佃客是種地的，分工不同而已，依附性質則相同。佛門中的

師徒關係，在法律和戶籍制度上，當然沒有依附性質。但在文化心理和社會習俗上，師徒之

間的依附與被依附的現象還是存在的。這種由文化心理和社會習俗因素產生的依附關係，對

僧團的維繫作用很大，中國僧團在道安之時就以集體常住的形式而存在，儘管原因很多，但

之所以能夠長期維繫不散，中國特有的師徒關係起了關鍵的作用。當然，在道安時代，師徒

依附還只是一種心理上的傾向，並未制度化。僧眾離開師門，重新拜師是自由的，一生多師

是當時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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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出身士族，很有學問，習鑿齒對他的評價是： 

 

其人理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略皆遍覩，陰陽算術，亦皆能通，佛經妙義，

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蘭、法道，恨足下不同日而見，其亦每言思得一敘。[註 3] 

 

習鑿齒是襄陽最有玄學名士風度的人，然而，道安幾乎沒有與他有什麼清談，《世說》

唯一記載的一則就是眾所周知的「四海習鑿出」、「彌天釋道安」的名對。道安不好清談，

而重信門。重信門就是側重對三世十方佛的信仰，這裡包括對佛像、佛塔、舍利的禮敬，進

而由崇敬佛而生懺悔心，由懺悔惡業而有勸請佛永遠住世的願望。禮敬、懺悔、勸請，是信

門的三個方面。他在襄陽做了二件大事都與信門有關。一是，前面講的三條僧制，都有禮佛、

懺悔、勸請的內容，如行香法、懺悔法、自恣等等。二是，佛像的製造。〈道安傳〉說： 

 

涼州刺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為承露盤，安曰：「露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

事可然乎？」忠欣而敬諾。於是眾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六，神好明著，每夕放

光，徹照堂殿。像後又自行至萬山，舉邑皆往瞻禮，遷以還寺。安既大願果成，謂言：

「夕可死矣。」 

 

鑄這個巨製佛像，肯定是道安多年宿念，據道宣《廣弘明集》卷十五敘佛像經法瑞跡中，記

載襄州檀溪寺所造的時間是寧康年間（三七二－三七五）。佛像自行離寺行到萬山，此事神

異，是否屬實，今天已不知道了。但從全城全聚落人人都去瞻禮來看，這座金像在攝化中的

確起了重大作用。百姓信佛多出信仰，與三寶靈驗有關，目的在於求福，這是一般心理。時

值亂世，襄陽是秦雍流民和士族的聚集地，道安重信門以佛像信仰為方便，實為此地化俗之

必須。 

二、廬山僧團 

潯陽是東晉名將陶侃的家鄉。陶侃就社會身分來說，是個「寒素小人」，據載還不是漢

人（南方蠻族後裔），而以戰功著稱，位極人臣官一品，平蘇峻後是荊州強藩，領荊江二州

刺史，督都八州軍事。據《高僧傳》記載，陶侃是個佛教徒，他在任廣州刺史時，曾迎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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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武昌（今湖北鄂州）寒溪寺。陶侃有十七子，據《晉書》說，其中陶範最為有名。太元初

（三七六），陶範任光祿卿（官秩三品）。陶範也是一個佛教徒。據《廬山記》卷一引用歐

陽珣〈廬山西林道場碑〉載： 

 

先有曇現比丘，俗姓竺氏，本偽趙良將，以匡阜靈喦，萃止幽棲，及遷神即化，藉喦

早間有息慈。慧永，河內繁氏，高足稱首，異香入室，猛獸馴階，紹隆主業，安禪結

宇。晉光祿卿潯陽□範，締建伽藍，命曰西林，是歲晉太和之二年也。 

 

陶範在太和二年（三六七）築西林寺請曇現住持，此為有記載佛教傳入廬山之始。慧永是曇

現的弟子，十二歲隨曇現出家，住西林寺。後來又西上襄陽，伏膺道安法師。慧永在襄陽住

了幾年，不清。《高僧傳》卷六〈慧永傳〉說： 

 

素與遠共期，欲結宇羅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留，永乃欲先踰五嶺。行經潯陽，郡人

陶範苦相要留，於是且停廬山之西林寺，既門徒稍盛。 

 

陶範與慧永早年相識，路過潯陽時一定是去拜會陶範而為範所苦留。羅浮山在今廣東博羅縣

西北，就是東晉道士葛洪晚年煉丹的地方。慧永與慧遠一直有志去羅浮山，看來那裡是佛道

二教都盛行的地方。慧永到廬山的準確時間，今天已無法弄清了。估計應在陶範任光祿卿之

前，即三七六年之前。 

慧遠在襄陽淪陷後帶著弟子數十人先到江陵，住上明寺。但江陵形勢也很緊張，又沿江

東下準備去羅浮山。路過廬山，見廬山清靜足以息心就住了下來。據《十八高賢傳》的說法，

慧遠來廬山的時間是三八一年，距襄陽分徒三年，大致如此。三年之後，由龍泉精舍入東林

寺。 

慧遠不去羅浮，而留駐廬山，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太元元年（三七六）一月，桓溫

弟桓沖自徐州轉督豫、江二州之六郡諸軍事，鎮姑孰。次年（三七七）八月，荊州刺史桓豁

死。桓沖都督荊江等七州軍事，領荊州刺史。太元三年（三七八）四月，苻丕攻襄陽，道安

與慧遠作別。太元四年（三七九）一月，襄陽入前秦。數月後，道安被掠至長安。太元六年

（三八○）十二月至七年（三八一）九月，桓沖在荊州與秦軍作戰，小有收穫。太元八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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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五月至七月，桓沖率眾十萬攻襄陽，穩定了荊州局勢。桓沖自領江州刺史。十一月淝

水之戰爆發，晉軍大獲全勝。前秦從此分崩離散。東晉局勢全面穩定。前章說過道安僧團之

所以能夠在襄陽立足十五年，與桓氏家族的支持分不開。桓溫、桓豁死後，桓氏家族轉衰，

但在桓沖未死之前，荊江二州一直是桓氏的勢力範圍，必須持別指出的是桓沖在桓溫死前就

在江州任職十三年（應從三六二年始）。江州一直是桓沖的轄地。桓沖死於三八四年，死後

由桓伊領江州刺史，時間在三八四－三九○年之間。桓伊出自譙國銍縣而非譙國龍亢，只是

桓沖的疏宗。其政治立場與桓溫家族沒有對立。東林寺就是江州刺史桓伊所建。 

慧遠從三八一年入住廬山，至四一六年去世，三十餘年未離廬山一步，把廬山建成一個

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僧團，成為東晉末佛教最有威望的領袖。《祐錄》卷十五〈慧遠法師傳〉

載： 

 

（遠）於是率眾行道，昏曉不絕，釋迦餘化，於斯復興。既而謹律息心之士，絕塵清

信之賓，並不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劉遺民、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

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精舍無量壽像前，建齋立誓，共期西方。其文曰： 
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辰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冥，宿懷特發。乃

延命同志，息心信清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廬山之陰，般若台精舍阿彌陀像前，率

以香華，敬薦而誓焉。 

 

廬山僧團不同於河北僧團和襄陽僧團，河北僧團是以胡裔為主體、胡晉混合的政治僧團，襄

陽僧團以中土流民為主體，廬山僧團則是僑姓士族與北來高僧合流的政治僧團，是東晉南北

朝時代最具士族政治品格和豪門作風的一個僧團。 

這個僧團有記載的成員有： 

慧遠，雁門賈氏，《世說新語‧文學》註引張野〈遠法師銘〉說慧遠世為冠族。其父祖

官履不清，估計是已衰敗的士族。 

慧持，慧遠的弟弟，出身相同（士族）。三九九年辭慧遠而入蜀。 

慧永，河內（郡治在今河南沁陽）人。出身寒庶，役門。 

僧融，不知何許人？附於《高僧傳‧慧永傳》，說他「苦節通靈，能降伏鬼物」。 



《普門學報》第 34 期 / 2006 年 7 月                                               第 12 頁，共 18 頁 

論文 / 東晉襄陽、廬山僧團與士族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僧濟，未詳何許人？《高僧傳》卷六有傳。晉太元中來廬山從慧遠受學，時間當在三八

四－三九六年之間。 

曇邕，關中（今陝西）人，俗姓楊，《高僧傳》卷六有傳。曾在前秦任衛將軍，雄武過

人。三八三年從道安出家。道安死後又投廬山事慧遠為師。後為慧遠入關，致書羅什，往返

四十餘年，專對不辱。 

道祖，吳人，少從支法濟為師，後入廬山七年，並在山中受戒。 

僧遷，籍地不詳，與道祖同入廬山。 

道流，籍地不詳，與道祖同入廬山，與僧遷皆年二十八而寂。 

慧要，籍地不詳，附見《高僧傳》卷六道祖傳。 

曇順，黃龍（今遼寧朝陽）人，少受業羅什，後師從慧遠。 

曇詵，籍地不詳，以義學見長，註《維摩經》、著《窮通論》。 

法幽，籍地不詳，慧遠弟子。 

道恒，籍地不詳，慧遠弟子。 

道授，籍地不詳，慧遠弟子。（道祖以下，道授以上，均見於《高僧傳》卷六〈道祖傳〉。） 

道生，鉅鹿（今山東）魏氏，家世仕族。早歲依竺法汰出家，在廬山棲息七年後遊關中。 

慧睿，冀州（今河北）人，早期遊歷印度，回國後息影廬山，繼而又與道生入關咨羅什。 

法淨，籍地不詳，出西域尋律藏，為慧遠所派。 

法頌，籍地不詳，出西域尋律藏。（以上兩人均見之於〈慧遠傳〉） 

法安，籍地不詳，《高僧傳》卷六有傳。修習禪業，為虎說戒，被稱為神人，後來協助

慧遠事鑄銅佛。 

僧徹，太原晉陽，俗姓王。十六歲（三九八年）入廬山，二十四歲講《小品》。《高僧

傳》卷七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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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翼（三八一－四五○），吳人，早期出家入住廬山，後入關就學羅什，四一七年遊會

稽。善誦《法華》。《高僧傳》卷十三有傳。 

道敬（三六九－四二○），王羲之的曾孫，高門士族。附見〈僧翼傳〉。自出家一直到

慧遠死，一直未離廬山。後隱居會稽若耶峰。 

以上所見《僧傳》記載共二十三人，是東晉僧團成員見之於《高僧傳》人數最多的僧團。

二十三人中，出身士族有四人。曾遊天竺者一人，遊西域求律者二人。在廬山、關中均有受

學經歷者四人。吳姓者一人。可見，廬山慧遠僧團是一個開放的僧團，除接受、邀請提婆、

覺賢二位胡僧來譯經外，他們自己的弟子中有曾遊學印度回來的，有派往西域求經的，也有

志願去關中學習和從關中來學習的。這個僧團絕大多數是北方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僑姓僧

團。 

另外，這個僧團的成員中除了比丘外，還有參與結社並與之共處的居士。 

劉遺民（三五二－四一○）原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今徐州）聚里人，祖仕卿相，大

概官秩三品以上，出身士族無疑。曾任宜昌、柴桑縣令，三九四年隱於廬山，改名遺民。著

有《釋心無義》（《祐錄》卷十二載）。四○二年，慧遠率一百二十三人結蓮社，共誓往生

西方淨土。劉遺民即在此列，並著文載於《高僧傳‧慧遠傳》。四○八年道生從長安回到廬

山，帶來僧肇的《般若無知論》，他與慧遠共同研究並致書質疑。他在廬山的時間很長，有

十五年。 

雷次宗（三八六－四四八）字仲倫，豫章南昌人。他是個禮學家。《宋書》卷九十三〈雷

次宗傳〉云：「少入廬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禮》、《毛詩》，隱退不交

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不就。」他給姪子的信中說：「暨于弱冠，遂托業

廬山，逮事釋和尚。」[註 4]應是四○五年入廬山。他在廬山的時間比較長，估計有十年以上。

但結蓮社時，他尚未上山。 

宗炳（三七五－四四三），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父宗承，宜都郡太守，父親繇之，

湘鄉縣令。《宋書》卷九十三〈宗炳傳〉說：「（炳）妙善琴書，精於言理，每遊山水，往

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宏每從之，未嘗不彌日也。乃下入廬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據他

自己在〈明佛論〉（文載《弘明集》）中說：「昔遠和上澄業廬山，余往憩五旬。」時間不

長。《僧傳》記載宗炳參加了三四○年的結蓮社活動。 

周續之（三七七－四二三），字道祖，雁門廣武人。祖先世居豫章（今南昌）建昌縣。

《宋書》卷九十三〈周續之傳〉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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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太守范寧於郡立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年十二，詣寧受業。居學數

年，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閒居讀《老》、

《易》，入廬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劉遺民遁跡廬山，陶淵明亦不應徵命，謂之潯

陽三隱。以為身不可遣，餘累宜絕，遂終身不娶妻，布衣蔬食。 

 

又言其「通《毛詩》六義及《禮論》、《公羊傳》，皆傳於世」。周續之何時入廬山不明，

估計是三九六－四○一年之間，他也是《僧傳》記載參加 了蓮社的人之一。 

張野（三五○－四一八），字萊民，南陽宛人。與陶淵明聯姻，隱居柴桑。與劉遺民、

雷次宗共師慧遠。《世說新語‧文學篇》註有他的〈慧遠法師銘〉。另外，張野的親族張詮

也入廬山修淨業。張詮（三五九－四二三），字季碩。據《高僧傳》記載，張詮與張野都參

加了四○二年成立的蓮社。 

另外，《廣弘明集》卷三十所載〈念佛三昧詩四首〉的作者王齊之，也應是從慧遠修念

佛法門的居士。 

上述七名居士，與一般的在家居士不同，他們都是出身士族，既是名士、又是隱士，他

們在僧團中長住，最長竟達十五年之久。這與一般在家居士參加八關齋戒有很大不同。他們

是這個僧團真正的一份子。這表明，東晉末期的廬山，是一個隱士（名士）與比丘合流的地

方，隱士具有蘭若比丘的特點，山林寺院的僧團具有隱士的特點。必須指出的是，廬山的隱

士與會稽的隱士如許詢、王羲之之流不同，他們不僅不出仕，而且也不經營田莊，不做施主，

他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帶髮修行的方式。那麼，廬山僧團經營俗業嗎？我認為應當有田莊的，

不過估計種田的人是寺院的淨人，他們依附於僧團而生存。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點關於廬山

僧團乞食的資料和證據，這是我們推斷它必然要經營田莊的依據。從經營田莊看來，廬山僧

團與會稽的僧團，沒有很大的不同。只不過其中的修行生活內容相異罷了。廬山僧團重修持

如禪修和念佛，具有蘭若的佛教品格；而會稽僧團與士族田園生活方式融在一起，具有人間

的生活風格。 

一條道路：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廬山僧團與其他僧團不同的是，它開啟了士

大夫佛教的綱領。這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識有一個過程。佛圖澄、道安和支

遁，都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原因是僧團的實踐還處在探索階段。 

自二九○年，中國北方士族出家弘教始至四○二年慧遠〈沙門不敬王者論〉的發表，整

整一百一十二年的歷史，中國僧團才形成了自己的理論和綱領。這個綱領就是慧遠的〈沙門

不敬王者論〉。一個綱領就是一面旗幟、一個方向。它從僧團的宗教實踐中來，然後又指導

僧團的宗教實踐。這是一個十分重要問題。慧遠在〈沙門不敬王者論〉論「出家」一章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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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累緣於有身，不存身以息患；知生生

由於稟化，不順化以求宗。求宗不由於順化，則不重運通之資；息患不由於存身，則

不貴厚生之益。此理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若斯人者，自誓始於落簪，立志形

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註 5] 

 

出家的性質，在慧遠看來，是方外之賓。什麼是方外呢？在東晉有三層含義：一、地理概念，

六合之內為方內，六合（東南西北天地）之外為方外；二、文化概念，禮法秩序之內為方內，

禮法秩序之外為方外；三、佛教概念，略當於佛教的世間與出世間。方外之賓就是出世間的

人，他在世間不是主而是客。易言之，出家性質就是出世間者。對世俗社會來說，他只是一

個暫留的客人，具有世俗社會完全不同的性質。僧團的這種異質性決定了二個根本對立的矛

盾。一是形與理的矛盾，二是俗與道的矛盾。前者是內在的矛盾，需要通過修行來解決；後

者是外在的矛盾，則是要通過變俗來解決。慧遠認為，僧團的實踐就是要解決這兩個矛盾，

方法一是遁世，二是變俗，前者是個人求志，後者是世間行道。所以，僧團的宗旨是於己求

志，於世行道。當然這個「志」是解脫之志，這個「道」是涅槃之道。印度佛教的宗旨當然

是求涅槃的，但與慧遠所提問題（形與理，俗與道）完全不同。印度佛教的核心問題是染淨

問題。捨染取淨，是印度大小乘佛教共同的實踐綱領，只是法門不同、階梯不同、因位有別、

果位相殊。染淨問題是印度社會及其文化心理中最根本的一種觀念。來源於婆羅門教義。這

個觀念後來又為印度教所繼承。染、淨畫分的標準以與梵的距離遠近為依據。這是以婆羅門

教（後為印度教）為主流的印度文化的根本觀念之一。根據這個觀念，污穢的東西具有像傳

染病一樣的傳播和污染功能，所以必須遠離或隔離。印度社會的不可接觸者，就是這個觀念

的產物。做為淵源於印度文化的佛教，儘管是以異端的面貌出現，同樣也是把染淨問題視為

修持核心問題，只不過染淨畫分的標準不同罷了。佛教各部派、大小各乘，對染淨的解釋略

有不同，一般來說，涅槃境是淨，生滅法為染；煩惱法為染，菩提智為淨。世間法為染，出

世間法為淨。淨與染不同類。佛教把捨染取淨做為實踐的根本，以為轉染為淨就是解脫。這

是印度文化心理與觀念在佛教中的反映。然而，印度式的染淨觀念在中國本土文化中找不出

任何相似的、相同或相通的東西。對中土禮樂文明來說，這完全是異質的、不可理解的東西。

具體到中國人尤其是服膺儒教的士族來說，不存在一個要捨染取淨的問題。那麼，中國士大

夫階層有什麼樣的文化心理與文化問題呢？一言以蔽之，即以道自任。 

《論語‧衛靈公》：「君子謀道不謀食。」 

《論語‧里仁》：「士志於道，而恥惡衣惡食者，未足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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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語‧泰伯》：「篤信善學，守死善道。危邦不入，亂邦不居。天下有道則見，無道

則隱。」 

《孟子‧盡心上》：「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 

以道自任有兩個方面：一個是學道或悟道的問題，屬於認識的範疇，二是由道而行的問

題屬於實踐的範疇。《大學》八條目：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是內聖；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是外王。內聖是體道，外王是行道。前者是解決理（道）與形之間矛盾的結果，後

者是解決道與俗（社會）之間矛盾的結果。因此，慧遠所提兩個問題來源是中國儒家文化。

他的根在中國而不在印度。只不過，慧遠所謂的道並非儒家的王道，而是印度的佛道。佛道

是出世間的，與中國本土世間的文化禮俗在旨趣上、性質上以及內容與形式上，莫不乖違，

因此由佛道而行就必須變俗。佛道是出世間的，士志於佛道，出家遁世也就是必然了。遁世

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這是士大夫佛教實踐的綱領，其性質還是中國士大夫的傳統——

以道自任，其內容則是印度佛教的涅槃解脫。 

二個特點：禪隱作風與豪傑性格。廬山僧團以佛道自任的精神體現在實踐上就是二點：

一是佛法的修證，屬於內在的身心問題，要求遁世；二是對世俗的化導，屬於外在的事相問

題，要求變俗。廬山僧團的遁世，既具有中國傳統隱士的作風，又具有印度禪修的品格，《編

年通論》卷三載劉遺民事跡云： 

 

程之自於西林北澗，別立禪房，養志安貧，研精玄理，精勤不倦，具持禁戒。宗張等

咸歎仰之，日專坐禪，始涉半歲，即於定中見佛光照大地，皆真金色，既出定已，愈

益怡悅。居山十五年，又於念佛中，見彌陀佛身，紫金色毫光散燭，垂手慰接，以臨

其室，程之慰幸，悲泣自陳曰：「安得如來為我摩頂，覆我以衣耶？」俄而佛摩其頂，

引伽梨以覆之。[註 6] 

 

《高僧傳》卷六〈慧永傳〉： 

 

永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不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說，蔬食布衣，率

以終歲。又別立一茅室於嶺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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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永在廬山遠離聚落，算不得聚落比丘（人間比丘）；不行頭陀，又算不得阿蘭若比丘。劉

遺民離家，算不得比丘；然其不營俗業（如會稽隱士求田問舍之類），戒行精嚴，定中見佛，

又算不得隱士。這個由隱士和高僧共處的僧團，既具有禪修的風格，又有隱士的特點，我們

稱之於「禪隱」。山林禪隱，這是廬山僧團宗教實踐的一大作風。如果說，廬山僧團的遁世

具有禪隱的作風，那麼，其變俗，則集中體現了中古士族的豪傑作風。 

首先是慧遠的精神氣象。《高僧傳》卷六〈慧遠傳〉說： 

 

遠神韻嚴肅，容止方棱，凡預瞻覩，莫不心形戰慄，曾有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

入山信宿，竟不敢陳，竊留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少憚，將欲造山，謂

遠弟子慧寶曰：「諸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

每欲難問，輒心悸汗流，竟不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眾如此。 

 

其次在處理與士族權要的關係上，堅持以比丘與施主的關係為原則，一律平等待之，表

現出他的豪傑作風。士族權要有三類，一是佛法的信徒，如殷仲堪（亦信道教）、王謐、王

默等人，他們事慧遠以師禮；二是專擅朝政的大臣，如桓玄、劉裕等；三是政府的叛逆，如

盧循。這三種人，在慧遠看來，都是施主，沒有什麼分別。在政治上，殷仲堪與桓玄是對手，

盧循與劉裕是對手，但慧遠一概平等待之。他對桓玄的祝願是「安穩」，對殷仲堪的願望也

是「無他」。做到這一點，是不容易的，要有豪傑的氣魄。慧遠能夠贏得僧界、政界和士林

的普遍尊敬，與他的豪傑性格有關。 

最後，他不禮王者的氣派。《高僧傳》卷六〈慧遠傳〉載： 

 

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陵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覲，遠稱疾不行。 

 

《弘明集》卷五〈沙門不敬王者論〉曰： 

 

知生生由於稟化，不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禮萬乘，高

尚其事，不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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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禮王侯，是印度沙門的習俗，自佛教傳入中國，一直如此，並非慧遠的創舉。但不同的是，

以前沙門是胡族後裔，而慧遠是中土晉民，他堅持「高尚其事，抗禮萬乘」是不容易的，有

一種確乎不拔的貴道賤人的精神，也是東晉門閥政治所特有的作風與氣派。這一點，略與北

方佛教禮敬王者的現象比較，就能清楚。慧遠為領袖的廬山僧團所具有的隱士性質，它所提

出的、以佛道自任的綱領以及實踐中表現出來的禪隱作風與豪傑性格，無不打上了東晉士族

的烙印。是東晉士族文化品格、政治作風和精神面貌的直接反映。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影響

至深且鉅。 

 

【註釋】 

[註 1] 參閱陳寅恪〈支愍度學說考〉一文。 

[註 2] 《高僧傳》卷五，〈道安傳〉。 

[註 3] 同 [註 2] 。 

[註 4] 《宋書》卷九十三，《隱逸‧雷次宗傳》。 

[註 5] 《弘明集》卷五。 

[註 6] 《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乙第三套第三冊第二二六頁。 


